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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
黄 顺 力
摘　要 :明初虽然实行“禁海”政策 ,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,明中后期福建沿海一带私人海
上贸易发展迅速 ,逐步形成具有海上政权雏形的“海商 ———军事复合体”。由此 ,在民间形成一种
“海中以富为尊”的社会风气 ,并孕育了海权思想的萌芽。地方官府则对严厉的禁海政策作了新的
思考 ,主张开海贸易 ,既利民生 ,又弭寇患。而郑氏海商集团提出“通洋裕国”论 ,力主“大开海道 ,
兴贩各港”,集中反映了明代后期整个民间海洋观念的变化趋势。













而停止 ,尤其是明中叶以后 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 ,私人海上贸易发展更为
迅速。
福建由于背山面海 ,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 ,自古以来就有频繁的海上活动 ,尤其是
宋元以来 ,经济重心南移 ,福建商人浮海载货 ,北上山东、高丽 ,东赴日本 ,南下广东 ,远航南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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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下 ,下海通番 ,重刑伺候 ,许多人“失其生理 ,于是转而为寇”,走上亦商亦寇的道路。对于这
种情况 ,时人许孚远曾评论说 :“东南滨海之地 ,以贩海为生 ,其来已久 ,而闽为甚。闽之福兴泉
漳 ,襟山带海 ,田不足耕 ,非市舶无以助衣食。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 ,亦其习使然 ,而漳为甚。
先是海禁未通 ,民业私贩。吴越之豪 ,渊薮卵翼 ,横行诸夷。积有岁月 ,海波渐动。当事者尝为




嘉靖末年 ,持续长达 15 年之久的“倭患”虽然基本被平定下去 ,但它造成“费靡刑伤不可胜
计”⑥的惨痛教训 ,迫使明王朝不得不对“禁海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。嘉靖四十三年 (1564 年) 福
建巡抚谭纶上疏指出 :“闽人滨海而居者 ,不知其凡几也 ,大抵非为生于海 ,则不得食。海上之
国方千里者 ,不知其凡几也 ,无中国绫绵丝帛之物 ,则不可以为国。御之愈严 ,则其值愈厚 ,而
趋之愈众。私通不得 ,即攘夺随之。昔人谓 :弊源如鼠穴 ,也须留一个 ;若还都塞了 ,好处俱穿
破。意正如此。”⑦主张部分开放海禁 ,以消弭“海禁愈严 ,贼伙愈盛”的恶果。隆庆元年 (1567
年)继任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申请开放海禁 ,准许商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互市 , ⑧得到明廷






御史周起元所描述的 :“穆庙时除贩夷之律 ,于是五方之贾 ,熙熙水国 ,刳舟余余舟皇 ,分市东西洋 ,
其捆载珍奇 ,故异物不足述 ,而所贸金钱 ,岁无虑数十万。”⑨漳州月港作为正常贸易渠道开通
的重要港口 ,开始成为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 ,史称“汪洋巨浸之区 ,商舶百货之丛集。
寸光尽土 ,埒比金钱 ,水犀火浣之珍 ,琥珀龙涎之异 ,香尘载道 ,玉屑盈衢 ⋯⋯”λυ 呈现一派繁荣
景象。
但是 ,隆庆以后的部分开放海禁 ,仅是开放东、西二洋贸易互市 ,对日本却仍然在“禁绝”之
列。这除了有历史上倭寇屡屡骚扰犯海的原因之外 ,还因为万历年间爆发的日朝战争危及沿
海安全 ,使明王朝对日本始终保持戒备之心 , λϖ 故“终明之世 ,通倭之禁甚严”。λω然而 ,由于长期
以来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 ,“大抵日本所须 (需) ,皆产自中国 ,如室必布席 ,杭之长安
织也 ;妇女须脂粉 ,扇漆诸工须金银箔 ,悉武林造也。他如饶之磁器、湖之丝绵 ,漳之纱绢、松之
绵布 ,尤为彼国所重。”λξ因而 ,不论是控制甚严的官方朝贡贸易 ,还是违禁下海的私人贸易 ,对
日贸易始终是整个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明王朝对日本仍然实行海禁 ,必然会出现




与日本贸易往来的走私海商 ,如李旦 ,郑芝龙、颜思齐、李魁奇、钟斌、杨六、杨七等 ,其中尤以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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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龙海商集团势力最为强大。
崇祯元年 (1628 年) ,郑芝龙受明朝官府的招抚 ,被授予海防游击一职 ,从此 ,他借官府力
量 ,发动了一系列以剿平海寇为旗号 ,实则借此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斗争 ,先后消灭李魁奇、杨
六、杨七、钟斌、刘香等集团 ,逐步统一海上势力 ,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。




为明朝立下军功 ,又扩大了自己的海上势力 ,独揽海洋巨利 ,富可敌国。当时 ,东南沿海一带的
海上贸易权均控制在郑氏集团手中 ,史称“海舶不得郑氏令旗 ,不能往来 ,每一舶税三千金 ,岁
入千万计 , (芝)龙以此居奇为大贾。⋯⋯又以洋利交通朝贵 ,寝以大显。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
镇 ,龙筑城 ,开府其间 ,海梢直通卧舶内 ,可泊船 ,竟达海。其守城兵自给饷 ,不取于官。旗帜鲜





郑成功起兵反清后 ,占据金门、厦门等沿海岛屿 ,以郑氏海商集团的海上武装力量为核心 ,







而来 ,最终割据台湾 ,并在所控制区域行使政府职能 ,在这一过程中 ,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三者之间
相互支撑、扩张 ,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 13 世纪开始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。”此外 ,“经济上
主要是与远距离的东南亚进行贸易 ,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。在政治上 ,北方
女真族的崛起 ,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 ,允许其自然发展 ⋯⋯”λ} 等等 ,其“军事 ———商业复
合体”出现的历史背景与欧洲也非常相似。
情况也的确如此 ,从郑氏海商集团势力崛起的时代背景来看 ,隆武以后 ,由于明朝主要对
日本实行海禁政策 ,中国海外贸易之利 ,以与日本通贩获利最丰 ,号称“其去也 ,以一倍而博百
倍之息 ;其来也 ,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。”λ∼许多不法海商“往往托引东番 ,输货日本”µυ ,或者




地 ,养兵十余万 ,甲胄戈矢罔不坚利 ,战舰以数千计 ,又交通内地 ,遍买人心 ,而财用不匮者 ,以
有通洋之利也。”µω郑成功坦言 :“东西洋饷 ,我所自生自殖者也 ;进战退守 ,绰绰余裕 。”µξ
清朝统治者为了困死郑氏政权 ,袭明朝故伎 ,采取禁海迁界政策 ,但却未能断绝郑氏政权
与内地的联系 ,反而使其独得海上贸易之利 ,“凡中国各货 ,海外人皆仰资郑氏 ,于是通洋之利 ,
唯郑氏独操之 ,财用益饶。”µ
ψ
根据有关学者估算 ,1650 至 1662 年间郑氏海商集团从事东西洋海外贸易总额 ,每年大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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敷”µ{ ,甚至“朝贡频数 ,供亿浩繁 ,劳敝中国”µ| ,朝贡贸易不仅无利可图 ,而且给国家财政造成
很大负担。可以想见 ,这种不讲经济效益 ,且又劳民伤财的官方海外贸易不可能很好地激发明
代统治者积极向海外开拓的兴趣和决心 ,因此 ,在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制约下 ,明代统治者在
观念意识上从海洋退缩乃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。
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,明王朝实行垄断的朝贡贸易 ,严厉禁止私人海上贸易活动 ,在防备民
人下海与外部势力勾结 ,危害明朝统治安全的同时 ,在思想上已认定海上贸易是一种不稳定的
破坏性因素。更何况 ,内外勾结的“倭患”也的确造成了明代海疆不靖的严重局势。因此 ,在没
有其他更好的防范措施下 ,以禁海为终明一代的基本国策 (隆庆以后仅仅是部分开放海禁) 也
就不难理解了。
此外 ,作为以农立国的封建王朝 ,其传统的基点就是重农抑商 ,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商品经
济的活跃 ,最终会腐蚀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 ,这自然不是统治者愿意看到的结果 ,因此 ,在以大
陆农业文明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下 ,通过开国禁海和闭关自守来维持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政治
秩序 ,就成为明代统治者从海洋退缩的基本思路。




縻四夷”的政治目的 ,而完全是“惟利是视 ,走死地如鹜”µ} 的经济需求。例如 ,“中国湖丝百斤 ,
值银百两者 ,至彼 (东南亚一带) 得价二倍。而江西磁器、福建糖品、果品诸物 ,皆 (彼国) 所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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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物相抵”νυ ,从事海上贸易无不获利数倍 ,特别是明王朝部分开放海禁后 ,仍然规定“不得往
日本倭国”,结果造成对日走私贸易获利更丰。如丝在日本“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 ,取去者其价
十倍”;铁锅在日本 ,“大者至为难得 ,每一锅价银一两。”νϖ 许多海商在高额商业利润的诱导下 ,
视明廷禁令为具文 ,继续东渡日本 ,从事走私贸易。
据史料记载 :福建“同安、海澄、龙溪、漳浦、诏安等处奸徒 ,每年于四、五月间 ,告给文引 ,驾
驶乌船 ,称往福宁 ,御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、淡水者 ,往往私装铅硝等货 ,潜去倭国。”νω有些海
商则“藉言潮惠、广高等处籴买粮食 ,径从大洋入倭 ,无贩番之名 ,有通倭之实。”νξ从事海上走









为阡陌 ,视帆樯为耒耜。盖富家以财 ,贫人以躯 ,输中华之产 ,驰异域之邦 ,易其方物 ,利可十
倍。”ν
}
“沿海居民 ,富者出资 ,贫者出力 ,懋迁居利 ,积久弊滋缘为奸盗者已非一日。”ν
∼
沿海一带
人民以海为田 ,贩海兴利观念的形成 ,虽然限制在民间的层面 ,但已对固有的重农抑商、重陆轻
海的传统意识产生局部的冲击。正如时人所说 :“异时贩西洋 ,类恶少无赖不事生业 ,今虽富家
子及良民靡不奔走。异时维漳缘海居民 ,习奸阑出物 ,虽往仅什二三得返 ,犹几幸少利 ;今虽山
居谷汲 ,闻风争至 ,农亩之夫 ,辍耒不耕 ,斋贷子母钱往市者 ,握筹而算 ,可坐致富也。”ου
更值得注意的是 ,这种社会风气还孕育了海权思想的萌芽。嘉靖十六年 (1537 年) 刊刻
的、福建诏安人吴朴编纂的《渡海方程》,便提出了在海外设立都护府以保护海上贸易的主张。
此书现已失传 ,据董毂的《碧里杂存》所载 :“余于癸丑岁见有《渡海方程》,嘉靖十六年福建漳州
府诏安县人吴朴著也。其书上卷述海中诸国道里之数 ,南自太仓刘家河 ,开洋至某山若干里 ,
皆以山为标准。海中山甚多 ,皆名 ,并图其形 ,山下可泊舟 ,或不可泊 ,皆详备。每至一国 ,则
云 :此国与中国某地方相对 ,可于此置都护府以制之。直至云南之外 ,忽鲁谟斯国而止 ,凡四万
余里。⋯⋯北亦从刘家河开洋 ,亦以山纪之 ,所对之国亦设都护府以制之 ,直至朵颜三卫鸭绿
江尽处而止 ,亦四万余里云。下卷言二事 :其一言蛮夷之情 ,与之交则喜悦 ,拒之严反怨怒。请
于灵山、成山二处 ,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 ,中国之利也。⋯⋯其言如此 ,虽未知可用与否 ,亦有







时 ,负责闽浙海防事务的王忄予在考察滨海民情之后 ,向明廷汇报说 :“臣近查闽浙地方 ,少有遗
利在民 ,惟渔船纳税 ,公私两便。何则 ? 国初立法 ,寸板片帆 ,不许下海。百八十年以来 ,海滨
之民 ,生齿蕃息 ,全靠渔樵为活 ,每遇捕黄鱼之月 ,巨艘数千 ,俱属犯禁。议者每欲绝之 ,而势有
·021·




制 ,让滨海之民下海捕鱼 ,官府依例纳税 ,对纾解民生 ,充实国家财政都有好处。王忄予虽然没有
直接提出开放海外贸易 ,但他却看到了海洋与滨海之民生活的密切关系。
福建巡抚谭纶认为 ,福建“滨海而居者 ,不知其凡几也 ,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”。如果
严厉禁海 ,民生无所依托 ,必得“相率而引为盗也。”不如开放近海通商 ,“即使为贼者半 ,为商者




建巡抚涂泽民的力争下得到明廷的批准。此后 ,万历年间因日本进攻朝鲜 ,明朝出兵援朝 ,东
南沿海形势紧张 ,禁海政策再度被提及时 ,时任福建巡抚的许孚远细察民情 ,上奏说 :“据海澄
县番商李福等连名宣称 ,本县僻处海滨 ,田受咸水 ,多荒少熟 ,民业全在舟贩 ,赋役俯仰是资。
往年海禁严绝 ,人民倡乱 ,幸蒙院道请建县通商 ,数十年来 ,饷足民安。近因倭寇朝鲜 ,庙堂防
闲奸人接济硝黄 ,通行各省禁绝商贩 ,贻祸澄商 ,引船百余只 ,货物亿万计 ,生路阻塞 ,商者倾家
荡产 ,佣者束手断餮 ,阖地呻嗟 ,坐以待毙”,种种惨状 ,均因厉行禁海 ,断了人民生路而起 ,因
此 ,“防一日本 ,而并弃诸国 ,绝商贾之利 ,启寇盗之端 ,臣窃以为之过矣。”ο
ψ
万历二十一年 (1593 年) 福建巡抚陈子贞也指出 :“闽省土窄人稠 ,五谷稀少。故边海之
民 ,皆以船为家 ,以海为田 ,以贩番为命。向来未通番而地方多事 ,迩来既通番而内外乂安 ,明
效彰彰耳目。一旦禁止 ,则利源阻塞 ,生计萧条 ,情困计穷 ,势必啸聚。况压冬者不得回 ,日切




此外 ,曾任两广总督的张瀚、给事中傅元初等人也主张开海贸易 ,既利民生 ,又弭寇患 ,对
国家财政税收也有裨益。应当说 ,大部分的沿海地方官员主张开海贸易 ,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
象 ,它是明代商品经济发展、私人海上贸易活跃 ,对封建统治阶级海洋观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,这
种地方官府层面海洋观念的变化趋势 ,同样会对传统重农抑商、重陆轻海的观念意识产生深远
的影响。
值得注意的是 ,一些沿海地方官员还认为开海通商有利于了解海外情况 ,做到有备无患 ,
对海疆防御也有裨益。陈子贞明确指出 :“洋船往来 ,习闻动静 ,可为我侦探之助。舳舻柁梢 ,
风浪惯熟 ,可供我调遣之役。额饷二万 ,计岁取盈 ,又可充我军实之需。是其利不独在民 ,而且
在官也。”ο{许孚远以海商陈申、朱均旺及早向福建地方当局通报日本侵略朝鲜为例 ,认为如果
厉行海禁 ,海外情况将无由得知 ,最终将对海防不利。徐光启也主张只有开放海外贸易 ,才能








件 ,早在隆武二年 (1646 年)三月就向隆武帝奏陈“据险控扼 ,拣将进取 ,航船合攻 ,通洋裕国”ο
}
之策 ,主张发展海外贸易 ,充实军饷 ,凭借沿海险要之地 ,抵抗清军进攻。清军入闽后 ,郑芝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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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意降清 ,郑成功规劝其父说 :“吾父总握重权 ,未可轻为转念。以儿细度 ,闽粤之地 ,不比北方
得任意驰驱 ,若凭高恃险 ,设伏以御 ,虽有百万 ,恐一旦亦难飞过。收拾人心 ,以固其本 ;大开海
道 ,兴贩各港 ,以足其饷。然后选将练兵 ,号召天下 ,进取不难矣。”ο∼可以看出 ,郑成功力主“大
开海道 ,兴贩各港”,把发展海外贸易作为反清复明的基本国策。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难能
可贵的认识 ,也反映了明代后期整个民间海洋观的变化趋势。
1650 年 ,郑成功占领金门、厦门后 ,委派富有经商经验的郑泰、洪旭专管海外贸易 ,一方面
积极建造航海大船 ,通贩日本、吕宋、暹罗、交趾等国 ,“行财射利 ,党羽多至五六十人”π
υ
,另一
方面分“山海两路 ,各设五大商”,向内地秘密收购商品 ,转贩外洋 ,获取高额利润。在郑成功的
大力经营下 ,郑氏海商集团的资本更为雄厚 ,海贸成为军需粮饷和其他费用支出的主要财源。
因此 ,1653 年 ,郑成功在答复其父郑芝龙劝降书中不无自信地宣称 :我只要控制住东南沿海地
区 ,掌握东西洋海上贸易之利 ,即进可攻 ,退可守 ,谁也奈何不了我。清朝统治者承袭明代故
伎 ,下令禁海迁界 ,企图用经济封锁的办法 ,消灭郑氏海商集团的抗清势力 ,但同样未能收到实
效。黄叔王敬在《台海使槎录》一书中分析其中原因时认为 ,清王朝严禁通洋 ,片板不许下海 ,但
却无法禁止商人通过走私的途径与郑氏政权进行贸易 ,再由郑氏政权转贩海外各国 ,结果海外
所需中国各货 ,均要通过郑氏政权转手 ,反而使其独享海外贸易之利 ,财力更加雄厚。
在“通洋之利 ,惟郑氏独操之”的情况下 ,郑氏海商集团控制了东西二洋海上通商权 ,对侵
犯其经济利益的荷兰殖民者也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荷兰殖民者窃踞台湾时 ,因多方刁
难郑氏海船到台湾贸易 ,郑成功“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 ,不准到台湾通商。由是
禁绝两年 ,船只不通 ,物货涌贵 ,夷多病夷 ,至是令廷斌求通。”πϖ 打击了荷兰殖民者的嚣张气
焰。1661 年 ,郑成功为了拓展新的抗清基地 ,消弭“通洋裕国”的潜在威胁 ,率军东征台湾 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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